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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较《史记》增加“四志”研究 1 
李斐然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汉书》较之《史记》增设了“四志”，即《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历来学界关于史汉对比的研究较多，
也有对“四志”中某一志的单独研究，但是把“四志”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的相对匮乏。本文尝试以综合分析的视角，
通过对《汉书》产生时的社会环境文献和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的相关材料，以及记述班固思想的有关资料进行梳理解读，并整理归纳
后世官修史书对“四志”的传承与损益，力图对《汉书》新增“四志”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整体把握，从而提炼出《汉书》增
加“四志”的学术价值，以期对新时代“汉书学”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关键词：《汉书》；班固；“四志”；“汉书学” 
 

一、 《汉书》新增“四志”的成书过程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著史传统，历代史家都以强烈的经世致

用精神作为史学的旨归，推动着“以史为鉴”传统的代际赓续。

可以说，著史精神的感召，是《汉书》产生的条件之一。 

《汉书》的问世更是时势使然。东汉王朝诞生于王莽之乱，

光武肇基使汉祚得以延续，明帝时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

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呼唤着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这为《汉书》

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时，上至官方，下到民间，刮起一股“续《太史公书》”

风潮，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学术自觉和时代情怀。班固之父班彪

的《史记后传》亦成书于此时，不仅是后来《汉书》的雏形之

一，其中蕴含的“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②的史家精神和学术

信念，也在班固的《汉书》中悉数体现。 

此外，由于诸家“续太史公书”质量良莠不齐、立意参差

有别，给当时社会思想局面带来一定混乱。出于巩固统治的根

本目的，章帝即位后，发起了白虎观会议，旨在讨论五经异同，

弥合学派冲突，重建思想权威。白虎观会议根据儒家经义制定

出一套标准和法则，“永为世则”③，从而形成了一种象征封建

秩序法典化、封建思想神学化的意识形态，实际为《汉书》创

作确定了“主旋律”，对《汉书》的文本生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

响。 

《汉书》作者班固，出身于扶风安陵班氏。班氏一族经战

国至秦汉，实现了从楚之流人到汉之豪族、再到外戚勋贵的身

份跃升④，在东汉一朝具有外戚和儒族的双重身份。出身于这个

家族的班固，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有著史的雄心和学者的

强烈责任感。 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班固遭狱厄，幸遇明帝

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这一任命深刻地影响了《汉书》写

作性质的改变——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这也是《汉书》

面貌与《史记》不同的根本所在。梁启超指出：“迁、固两体之

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

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

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⑤。因此，永平年间的

这一转变，常被看作是《汉书》文本形成中的根本性转折，也

代表着中国传统“正史”意义上官修史书的开端⑥。 

自此，班固怀着自己的学术理想，更加自觉地以皇权规范

下的“润色鸿业”为旨归，正式开始《汉书》的编纂事业：通

过对有汉一代历史的收集和记录，实现对从前代至当世的文献

材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起到保存和传承文化资源的

作用。这一目的，深刻地体现在了《汉书》的新增“四志”中。 

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 82 年），班固将“完稿”的《汉书》

上呈御览。但是史料表明，此次上呈的仅是《汉书》的纪传部

分，而直到他去世时，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后

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作）。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班固的心

目中，纪传是《汉书》的主体，故须郑重对待，上呈皇帝作为

“交差”之功，而志、表部分则可从容为之、渐竣其功。其实，

恰恰因为《汉书》的表志部分在全书的分量逊于纪传，因而在

创作上才具有更大的私人自由度，从而文化和文献价值更高。

关于这一点，在“十志”的材料选择与内容编排上有比较明显

的体现。 

笔者综合相关研究成果⑦，对“十志”乃至《汉书》的材料

来源进行了梳理归纳：班固编纂《汉书》，除采纳《史记》、《史

记后传》、诸家“续《太史公书》”、向歆父子著作等前人精华外，

还广泛参考了朝廷原始档案谱牒、西汉子书和辞赋文章，甚至

还大量收罗前世轶事和当代见闻，素材来源共有九类之多。 

对于这些材料的处理，班固既沿袭《史记》的编纂体例，

又根据具体情况而小作改变。其中，为避免与《汉书》之“书”

名混淆，而将《史记》中的“书”改为《汉书》中的“志”，这

是一大亮点。 

不仅于此，班固还对《史记》“八书”进行了诸多损益与创

新，笔者以表格形式列于下方⑧，以便对照： 

《史记》“八书” 《汉书》“十志” 

《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 
《礼乐志》第二 

《律书》第三 

《历书》第四 
《律历志》第一 

《天官书》第五 《天文志》第五 

《封禅书》第六 《郊祀志》第五 

《河渠书》第七 《沟洫志》第九 

《平准书》第八 《食货志》第四 

《刑法志》第三 

《五行志》第七 

《地理志》第八 
无 

《艺文志》第十 

 
由上可见，《汉书》“十志”中，有“六志”与《史记》“八书”
对应，可谓一脉相承。当然，班固对之有所改动：合《礼书》《乐
书》为《礼乐志》，合《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
书》《河渠书》《平准书》《封禅书》为《天文志》《沟洫志》《食
货志》《郊祀志》。其中，《礼乐志》《律历志》内容完全重写，
前者不但记载了汉初叔孙通以下关于制礼的重要言论，还收录
了汉初的郊庙诗歌《安世房中歌》十七首和武帝时的乐府歌曲
《郊祀歌》十九首；后者则记载了音律和度、量、衡单位的指
定，以及历法的演变。除此之外，《郊祀志》中续载了昭、宣以
后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借以批评统治者的迷信思想，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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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谷永等人谏议废除淫祀的进步言论，这些是难能可贵的。 
最重要的是，刑法、地理、五行、艺文“四志”乃是《史

记》所无，当为《汉书》新创。这就表明，在《汉书》写作过
程中，班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程度不断加深。新增“四
志”的出现，不但增广了官修史书的内容范围，而且体现了班
固在学术上的一种自觉探索。在此，对“四志”作一简要介绍： 

《刑法志》作为第一篇专门研究刑罚制度沿革的专论，对
法律的起源、司法制度的沿革、历史上重要法律事件，以及刑
法与军事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相当全面的叙述和评析。时间范
围起于上古，下到东汉，可谓打通古今。 

《五行志》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春秋》三传、京房《易》
学与《洪范五行传》，其解说主要来自于董仲舒、京房、刘向刘
歆父子几家，也有部分内容系班固自行解说。作为“经学神学
化”时期文化思潮与政治风波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五行志》记
载了大量灾异事件，并配以政治化解说，体现了西汉董仲舒以
来阴阳五行学说体系化的进一步发展。不过，班固深知，倘若
一味纂集前人学说，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且未免偏离《汉书》
编纂的本意。所以《五行志》中不乏对阴阳灾异家的批评：“察
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臆则屡
中’”⑨，深刻指出阴阳灾异家的共同特点是牵强附会、阿谀谄
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班固重人事的思想。他创立《五行志》
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实现“究西都之始末，穷刘氏之废兴”的著书初心。 

《地理志》详细讲述了自三代以至秦汉的国土疆域、建置
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行文结构严密，练词雅洁，深合
“古文法度”，形成了历史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良好配
合，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
不仅如此，《地理志》中还蕴含着班固对于“边疆-中原”关系
的独到认识。比如关于乐浪、玄菟地区文化风俗的记载，通过
“夷人夏则夏，夏人夷则夷”体现了与传统夷夏观迥然不同的
疆域思想，反映出政治势力影响下文化风俗的嬗变。班固还借
阐述齐学和鲁学之争，揭示齐鲁大地由于经济发展导致学风民
俗不同的现象，深刻反映出权力操纵下的学术流变，也借机证
明了汉代官方学术源于齐鲁正统。 

在《艺文志》中，班固将自古以来的典籍进行整理，共计
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并分为六艺、诸子、
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共六大类，每一大类又区分为若干种，
共三十八种，并在前面的“总序”中，交代了西汉以前的简明
学术史、目录学史和文献学史，说明向歆父子整理秘书的过程
和分工，还有刘向《别录》⑩和刘歆《七略》的分类体系，以
及《艺文志》与《七略》的因袭关系。此外，《艺文志》还在每
一略之后以“总序”综合评论各略要旨，每一家之后以“小序”
说明每家内容得失及学术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和文献学价
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诸子略》中将先秦诸子百家
确定为九流十家 11，这是有意识地对先秦学术所作的一次归纳
总结。 

据此可见，《汉书》新增“四志”系服膺于权力规范下的政
治写作，其中隐含着一套与表层符号并行不悖的独特的话语体
系，蕴含着班固作为史家和儒者独有的价值观与判断力。可以
说，班固广泛收集、精心整理存世文献，然后字斟句酌、条分
缕析地进行汇编和改写，力图使新增“四志”的每一部分都彰
显君主意志。它的创立，不仅是官修史书体制方面的重大创新，
更体现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书写模式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书创作
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 新增“四志”的深层意蕴探究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主义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时代。

东汉王朝建立后面临着更复杂的思想局面，为此，统治者对文
人思想的钳制力度更甚于前。对于几乎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班

固而言，首先需要配合皇权制定的文化政策以明哲保身。体现
在《汉书》的写作体例上，则是继承了《史记》的总体布局而
取消世家、改书为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战胜
旧的割据势力这一崭新的时代特点。然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作为学者的班固亦把著史视为名山事业，因此《汉书》在沿袭
《史记》的基本著述手法的同时，比之《史记》新增的 “四志”，
则更多地呈现出班固心目中的汉代史，体现了他个人对于经世
治国的理念认识。以下分而述之。 

在《刑法志》中，班固“不为汉讳”12，指出汉朝在立法、
执法上积弊严重，刑狱不平早已成为国家达到政治清明的一大
障碍，体现了虽“宣汉”却不盲从的史家风骨。他总结道：从
西汉立国到东汉初年的二百余年里，据有案可查的数字，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中，每年判处死刑的达到总人口千
分之一，判处长期监禁至砍去右脚趾一类重刑的，竟达千分之
三以上。直至东汉初年，每年被判处死刑的数以万计，全国的
监狱多达两千多  所，冤死之人更是不计其数 13。虽然汉明帝
决心整饬吏治 14，刑狱较成哀年间减少了十分之八，与高祖、
惠帝时期差不多，但与班固心目中的尧舜之世仍相差甚远。 

班固为此积极寻找原因。他认为：“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
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豻
不平所致也。”15 并提出了应对方案：“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
防隘水也”，即《尚书》所言“伯夷降典，哲民唯刑”。意思是，
倘若不兴礼教，不除五疾，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狱刑所以尤
多的状况。 

从《刑法志》这些惊心动魄的言论中，可以感受到班固敏
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在篇章末尾，班固借引《诗》《书》“宜
民宜人，受禄于天”“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寄予了对劳动人
民的深切同情，发出了对统治者施行礼义仁政的强烈呼吁。班
固以忠君、爱民、求真、务实等传统道德作为儒者的立身之本，
在身为儒家学者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汉书·刑法志》具有立
德为民的隐性话语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地理志》囊括了远至上古禹划九州，近至成帝元延、绥
和年间的全国疆域和行政区划，还有人口户籍、山川河湖、风
俗特产，均条清缕析，纲目分明。从篇章结构来看，均是先述
各郡建置沿革、户口统计，而后逐一列举所属各县，载明境内
的山川泽薮、仓储、水利设施、历史文化遗迹、要邑关隘，以
至物产、工矿、垦地亩数等等。总计记载郡国一百零三，辖县
一千五百七十八。数据十分精确，无不包举靡遗，而且不乏饶
有卓识的分析，形成了许多独辟蹊径的观点，不仅对了解西汉
历史，而且对于阅读先秦典籍、了解上古历史和文化遗存同样
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地理志》文本富赡，被誉为“集当时
全国性地理著述的大成”，折射出恢弘的大汉气象，展现了班固
开阔的视野。 

应该说，《地理志》中对西汉开疆拓土、功倍于前的相关记
录，不仅是班固出于记录疆域变迁的需要，更体现了意欲通过
与东汉国力蒸蒸日上遥相呼应，以此来“宣扬汉德”的政治意
蕴，还有借其所反映的人事变迁来表达时代变动不居、功业事
在人为的积极入世精神。这种把横向叙述西汉当日的地理区划
与纵向记载历史遗迹有机结合的著述手法，可谓独运匠心。 

再看《艺文志》。“艺文”之名，系班固首创，“艺”指称儒
家经典，“文”包括诸子、诗赋和其他所有著作。“艺”冠于“文”
前，表示儒学地位崇高；二者合称，即指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
现有全部典籍的总著录。《艺文志》是班固在刘歆《七略》的版
本上删节而成的，现已为定论。只不过，前人多视班固此举为
“剽窃”，认为班固除了将《辑略》改为《艺文志·序》之外，
其余基本不变。此种观点有失偏颇。采撰是治史的基本方法和
优良传统，班固此举无可厚非,何况《艺文志》对《七略》著录
的一些书籍在内容、排序等不妥处进行了变更和修正，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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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是推陈出新之举。这些补正和创新，都为
《艺文志》成为后世官修目录的典范打下了良好基础。 

《艺文志》的撰成，是在汉朝空前统一局面下，为应对传
世典籍数量的不断增加、文章事业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班固
通过多次大力对文献搜求、整理而作出的一次官方总结。《艺文
志》作为一部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的学术著作，
既是呼应时代要求之作，也与班固“整齐百家杂语”的学术标
的暗合，鲜明地体现了班固的撰述理念。班固虽然明言是对自
古至今的传世书目进行一次整理归纳，却将光武帝“钦命”的
图谶摒弃不载，显然与当时的庸俗儒学和妖妄之说相对立。即
使对早已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学，班固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其渐趋庸俗化、与治学本质相乖离的不良倾向。班固指出，倘
若放任自流，便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后进循之，是以《五
经》乖析，儒学浸衰”。 

此外，班固还在“六艺类”总论中，对当下俗儒大搞繁琐
主义的恶劣倾向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深刻揭露了公孙弘等打
着儒学旗号沽名钓誉的丑恶嘴脸，再次强调了儒家六部经典对
于治理国家、维持社会伦理、加强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此举
不失为对时下支离破碎的解经之风的一种拨乱反正，体现出班
固作为一名皇家学者为统一思想、矫除俗儒哲学所作的努力。 

前已提及，班固在《艺文志·诸子略》中将先秦诸子分为
九流十家，是一种学术分类的自觉行为。在汉代独尊儒术的政
治背景下，班固并没有忽视儒家以外的诸子学说，而是在尊儒
的大前提下，对诸子百家作适当的肯定 16，提出促进发展的相
关建议 17。在此基础上，班固推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即
学术的源头是与治理国家人民的公共职务相联系。这恰恰体现
出，班固的思想与董仲舒的严重偏见和文化专制态度相对照的
明显不同，前者更多地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朴素理性的观点，
同时这些观点对于拆穿东汉俗儒学的神圣面具、回归先王之道
发挥重要作用，体现了班固作为学者的强烈责任感，也再一次
证明作为东汉思想权杖的儒学正统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 

《五行志》是《汉书》“十志”中最具争议的篇目。过去一
直被视为妖妄迷信之说，批驳者众多。今天对于《五行志》的
文本解读，就要站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立场上，充分认识到班
固在书中体现出的朴素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所在。《五行志》的
内容安排，集中体现了班固的思想光辉。他采用结构分析法，
将《五行志》中近四百个案例条分缕析：每一条灾异记录都按
照“灾异+人事”的格式书写，且被归置于四十六种类型，人事
也被描述成因君主不同程度的行为失范而导致不同层面的社会
失序。这些灾异和人事都可以置于五行结构中，最后再根据对
应机制一一得到对应。这样一来，《五行志》不可不谓向世人提
供了一份如何将灾异与人事进行标准化对应的样本。 

班固之所以采用此种声东击西的书写策略，实有自己的考
量。早在西汉时期，统治者在调整社会管理策略的同时，就经
常寻求超自然力量的有效协助。直至儒家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和
上帝信仰等观念来改造传统儒学，从而建构起上天、天道、圣
王、贤人互为一体的神圣政治秩序，同时儒者自身也被塑造为
“天道”的传授者的形象。起初这一操作确是出于避免社会危
机、控制社会秩序之目的，但随着灾异学说的不断发展，原先
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约束力量的功能逐渐丧失，最终沦为了利益
集团斗争的工具，从而一度造成社会文化层面的失序。 

班固创作《汉书》之际，恰恰处于以阴阳五行为主导的灾
异学说操纵儒学甚至超越儒学的文化背景之中，且其力量已经
渗透进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所以，班固自觉将朴素理性主义精
神注入《五行志》文本之中，希望以史著的形式来对时下文化
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予以修正，廓清鬼神迷信的思想浊流，维
护儒学本质，为东汉浑浊不堪的意识形态注入一股清流。 

综上可见，班固新增“四志”既是随势而变的举动，满足

了统治者“汉承尧运”的政治期待，也饱含着对汉王朝的感激
和诉求，“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
隐恶”。况且，班固又是一位自幼服膺儒术的学者，希望借撰写
《汉书》达到“上下恰通”“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
18 的目的，体现大一统王朝思想领域的风貌。因此，新增“四
志”集中体现了班固著史一隐一显的双重目的，还意外地达到
了保存文献、发扬学术之功用。 

三、 新增“四志”的作用和影响 
班固以前的史家通常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记载历史事件、

人物是以朝代为终始，而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却往往是上下贯
通、不可分割的前后关系——这就会造成史书形式与内容的剥
离。班固著史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很好地解决了其中的难题。
他别出心裁创造的典志体，巧妙地达到了“通古今”19 的效果，
是对史书形式的灵活运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并且起到了有
效保存文献的作用。可以说，“四志”能够流传至今、且被历代
官修史书沿用，其意义非同一般。 

在《刑法志》中，有效保存了各朝法律发展的史料。以后
各朝的正史 20 都继承了在通史中另辟法律史栏目的传统，故都
撰写了《刑法志》，对于如《后汉书》《三国志》等个别没有《刑
法志》的史书，也通过《晋书·刑法志》和《隋书·刑法志》
等做了补充。而且，《汉书·刑法志》中体现的始于西汉、儒法
合流的法律思想，也被后世《刑法志》所继承。其中，诸如以
民为基、仁义为本、礼刑互用、复礼慎刑等各项法律原则，也
为中国古代法学思想的丰富做出了贡献。 

再说《艺文志》。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图书目录，《艺文志》
在叙录、分类、著录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中国古典目录学
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一，《艺文志》载录了当时流传可见的书籍，
为文化史的研究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史料，此为保存与传承中华
文化之一大功。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赞曰：“今欲
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第
二，所形成的标准著录法，即先著书名篇（卷）数，再视情况
在书名下加注，这些注释实为后世解题体目录的滥觞。现代文
献著录中各种项目，除题目与责任者项在正文中标出外，其他
各项如版本项、出版发行项、附注项等，皆可从中寻出端倪。
第三，《艺文志》所创的分类法深刻影响了后代著作的分类。如
王俭《七志》分典籍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
《术艺》和《图谱》七类，另立《佛经》《道经》各一卷，七类
对《艺文志》各类或有因袭 21。又如南朝齐梁时人阮孝绪作《七
录》，其内外篇亦与《艺文志》各类相似 22。特别是继《艺文志》
开创了中国传统目录学进入正史的先例后，历代史书踵续其风，
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事业的发展，尤以《隋书·经籍
志》（以下简称《隋志》）为最。 

相较于《汉志》，《隋志》体现出了明确的修目意识。它以
《汉书·艺文志》为基本依据，参照郑默《中经》以下各种目
录分类法，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严密体系，非常
简洁、直观地揭示了各类书籍的不同主题，正式确立了四部分
类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而且，《隋志》还通过统一书名、统
一注体，达到了编目体例的整齐划一。该书在细类的划分上，
取资于《七录》最多。可以说，《隋志》在对《艺文志》的继承
中实现了超越，是一部后出转精的目录学著作，其对“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精神的理解和发扬，对后代学术发展具有巨大
的引领作用，被视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目录类例之沿革》中，对从《七
略》到《隋志》这一目录学上意义重大的变革给予中肯评价：“合
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
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
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术数、方技则为六，并
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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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23 
若论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

增“四志”中的《五行志》当首屈一指。首先，《五行志》保存
了大量诸如奇异的天气现象、生理、生命现象，还有关于天文、
地震等自然现象，以及冶炼事故的记载，堪称一部自春秋至西
汉末年我国自然科学技术史的资料汇编。而且，这些记录绝大
多数与近代学者的推算结果完全符合。 

其次，《五行志》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古文献学亦影响深远。
《五行志》每记一事，因诸家之说各异，故数说并存于记，而
又别其先后，以列于前者为正说且多见于本传，列于后者聊备
一解。此实班固以己意折中之，不想却为后世历史记事和历史
考证方法的兴起和完善起了一定的发凡起例的引导之功。需要
注明的是，班固存留异说并非随意采撷，为避免芜杂和重出，
也作过一番甄别和取舍。而且，班固对于夏侯始昌学说的源流
考辨，为后世学者对于《洪范五行传》真实作者的考证提供了
详实资料。 

再次，《五行志》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会风俗和思
想的研究史料。其中对汉儒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一番精心整理征
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儒学名家对于天
人感应和天下大一统等问题的推演和学说，从而为我们更准确
地把握汉代新儒家学说乃至汉代思想史提供了有力佐证。 

就科学价值而言，《汉书·地理志》其实丝毫不逊于《五行
志》。作为我国“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
《地理志》首先提供了关于先秦至西汉王朝疆域政区的大量资
料，从中不仅可以了解西汉王朝的整体情况，更可以与后史《地
理志》比较对读，从而理清各朝代政区、地名等演变情况，属
历史地理学范畴。其次，《地理志》中关于山川草木的记载，尤
其是关于河流的相关记载，为考察古今河道变迁、自然地理环
境演变及地名变化提供了史料，还为今日环境治理提供了依据。
此外，班固在《地理志》中记载并评价了全国各地的民风民俗，
对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学科发展均有所裨益。最后，由《地
理志》还可发掘一些文学素材，可与《诗经》《楚辞》甚至其后
的方志相印证，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下文学观的变迁及异同，促
进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分析。 

《汉书·地理志》虽有部分内容继《史记·河渠书》而来，
但在内容详实方面更胜一筹。即便《地理志》并非专论沿革地
理的著作，但是由班固所首创的记载方式——不仅记载当时的
地理，而且兼记以前各代的沿革地理——因此对后世影响颇深。
后来在方志的撰述中，始有以建置沿革为篇名的，如传世的《三
辅黄图》，开篇之后便以《三辅沿革》为标题。更重要的是，班
固首开后世官修史书撰述《地理志》之风：《后汉书》中有《郡
国志》，《南齐书》设《州郡志》，《魏书》命名为《地形志》，《新
五代史》称《职方考》等。虽历代名称不尽相同，但体例内容
几无差别。 

四、结语 
《汉书》作为继《史记》之后官修正史的第二次伟大尝试，

编写过程虽历经波折，却无一不体现着国家意志。其取得巨大
成功，不仅昭示着东汉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与政治大一
统相呼应的胜利，也无声地开启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历史秩序与
个人自由的全新布局。新增“四志”，不仅扩大了典志体所反映
的社会生活的范围，而且其中包含有真理的因素，为多视角反
映历史提供了有益参考。 

《汉书》新增“四志”的创举，蕴含着双层主旨：一方面，
与东汉王朝对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强力控制密不可分；另一方面，
也是班固对于当时大行其道的庸俗儒学的有力反抗，为还归传
统儒学而奔走。他以学者广博深邃的视角，选取了研究价值颇
丰的文献材料，在以古今之变展现大汉“天命所归”的同时，
也实现了他著史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宏大愿望。 

通过阅读《汉书》新增“四志”，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作为一名学者，班固有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并且坚定不移。
而且，正是因为他将自己对儒家“圣王之道”的向往、对汉王
朝的忠诚、对班氏家族荣光的珍视，还有对史家直书责任的担
当、对学术精神的发扬于一身，才使“四志”文本流光溢彩，
成就了《汉书》这部传世文献的不朽地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基地本科生课外研究计划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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